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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社会的发展

学术主持　周晓虹（
“长三角社会学论坛”轮值主席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主持人语：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目共
睹，与此相应，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社会也发生了迅猛的朝向现代化的转型。围绕中国城乡

社会的变化，与改革开放同时重生的中国社会学，尤其是最先感受改革开放之风的长三角地区的社
会学人，四十年来筚路蓝缕，面向中国社会和中国现实，以自己的研究投身伟大的变革，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为此，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今年八月成立的“长江三角洲社会学论坛”邀约本地区八
所院校的教师撰文，分两辑讨论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以期引起整个社会更多的关注，并
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变革。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

张文宏

　　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以经济、财富和资

本为核心的多元分层标准已经取代单一的政治标准，身份制逐渐式微，职业结构高层化和白领

化，新社会阶层与新社会群体开始出现，成为中间阶层和中上层的新来源，社会流动率提高，向

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和空间增加，说明４０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结

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开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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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８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重大调整，在社会领域的

突出表现，是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与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本文将重点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

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及机制变迁的特点和原因，并对未来发展的趋势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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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经济和财富为核心的多元分层标准已经取代单一的政治标准

１．收入及其财富、资本开始取代单一的政治标准

改革开放之前以家庭出身和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治标准逐渐被以收入、财富和资本为核心的经

济标准所取代，后者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而强化。改革开放之前，家庭

出身成为一个人政治身份的代码，是体现一个人政治地位的标识，所谓“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

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无疑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层，而所谓“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

坏分子、右派）家庭出身的人则被视为有政治污点的、被社会歧视的一类人。这种偏见在文革时期达

到了登峰造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曾经一度甚嚣尘上。①

１９７８年以后，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推动下，经济收入、财富分布和收入分配的

结果公平向“机会公平”或“程序公平”转化，这是社会分层机制的重大调整。无论是农村的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还是合同制、承包制、计件工资制、下岗分流增效、产权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

制度的出台，无论是鼓励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还是建立沿海经济特区、大力引进三

资企业的重大举措，都标示着经济收入、财富甚至资本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标准，通过合法劳动、投资

积累个人及其家庭的财富成为多数社会成员的一个奋斗目标，也成为人们提升自己及其家庭社会地

位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以收入、财富及资本为核心的经济标准已经取代了政

治标准作为中国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

２．教育以及培训经历、从业经验、专业资格证书等人力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性上升，成为评

价社会成员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文革期间，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几乎被忽视，特

别是当时人力资本最丰富的知识分子被排在社会分层结构的底层，其中的许多人摆脱不了被批斗、被

劳改、被下放的命运。

１９７８年以后，随着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恢复，教育在社会分层及社会声望评价中的重要性

重新确立。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以后逐步恢复了学士、硕士、博士等系列学位制度、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

技术证书制度（会计师、律师、资产评估师、建筑师等），使以教育文凭和专业技术证书为核心的人力资

本的重要性在社会分层中的功能不断凸显和强化。高等学校招生人数从１９７７年的２７万人、录取率

４．８％，到１９９９年的１５９．７万、录取率为５６％，再到２０１７年的７００万、录取率７４．４６％，不仅说明了高

等教育在提升人们的社会地位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呈现出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

众化的转型，中国正在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３．职业成为判断社会成员相对分层位置的一个基本条件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职业是分析现代社会结构的一个基石，职业结构是社会结构的直接反映。布

劳和邓肯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的职业结构不仅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基础，支撑着社会分层的一些主

要方面，而且联系着不平等的不同制度与领域……无论是由各声望阶层组成的等级秩序，还是由各经

济阶级构成的等级秩序，均植根于职业结构；而由政治权力和权威构成的等级秩序也是如此。因为现

代社会中的政治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全日制的职业来从事的。”②多数社会成员能够获得怎

样的收入、财富、社会声望及社会经济地位，与其所从事的职业之间直接相关。

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年，国家在就业领域实行的是充分就业和收入分配相对均等的“结果平均”的政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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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造成了从事不同职业的劳动者的工资及福利待遇差别不大、政治权力相当、社会地位相近的后果，

客观上压抑了人们向上流动和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后，代表不同利益的各种职业

群体开始出现并趋于复杂化，附着在各种职业群体身上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急剧分化，

尤其体现在第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回报差距明显。职业成为确定一个社会成员

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相对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尺。

４．以品味、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为核心的文化资本成为社会分层的另一个重要标准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基本上属于生活必需品高度短缺的计划经济体制。人们的工资收入除了满

足最低的生存需要以外，几乎没有剩余用于发展、娱乐和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要。在“单位制”下，城

市的居住模式是阶层混杂型的，高层和低层人员都居住在同一个单位大院中，甚至同一幢楼房中。因

为当时的非市场型的住房分配模式，家庭人口、工作年限、婚姻状况是最重要的分房标准。人们的闲

暇活动也是由社会成员所在的单位统一组织和安排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闲暇方式的整齐划一从

根本上扼杀了人们的独立性和差异性，从不同职业阶层的从业者当中很难找到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的另类。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单位制的逐渐解体和城市住房的商品化改革的推进，因房地产价格的巨大差

异所形成的住房阶层区隔开始显现，住房小区的阶层化特征日趋突出。在城郊结合部，则聚居着低收

入者和边缘群体；消费领域，既有专门为社会上层提供高端服务的专卖店、会员制俱乐部和封闭式场

所，也有专门为低收入者和社会下层及边缘群体服务的街边小店、流动摊贩。内在于在生活方式和消

费方式中的品味作为一种文化资本成为区隔社会成员分层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

５．以资源共享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在社会分层的作用回归

经验研究表明，在改革之前的再分配时期、双轨制和转型期三个历史时期，使用社会网络的渠道

实现职业流动的比例分别为５７．８％、６６．４％和８４．９％。① 说明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是实现职业流动

的一种重要机制；另外一项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较贫乏、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可能使用社

会网络资源以实现职业流动；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向是从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流向个体、集

体、外资合营、外国独资、新经济部门或无主管上级的市场化的经济实体；②此外，社会成员的科层关联

度越高，其社会资本总量越丰富，表现为社会网络规模较大、网顶较高、网差较大，与领导层、经理层和

知识层的联系也较多。社会成员的市场关联度越高，其社会资本总量越高，社会网络优势越明显。尽

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社会资本的差异，但是阶级阶层地位和与职业相关的社会关联度，是两个

不同忽视的视角。阶级阶层地位限制了人们自由地拓展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职业活动给人们

提供了不同的社会机遇。阶级阶层地位优势以及工作场域中的职业交往优势，可以转换为社会网络

和社会资本的优势。一旦具有了社会资本优势，将会产生主客观的积极效应。③ 由此说明社会网络与

社会资本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作为一种获取短缺的紧俏商品的手段转化为社会流动特别是向上流动

的一种机制，成为人们资源获取和资源维持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身份制的变迁

以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向变化。原有的身份制度

或身份体系逐渐瓦解或衰落，主要表现以下三个方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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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户籍身份的限制开始弱化。１９８０年代以后，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为城市居民提供生活服

务。最初是“离土不离乡”，现在是“离土又离乡”。农民中出现了“农民企业家”，百万富翁、亿万富翁。

２００３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条例》的废除和２０１４年７月３０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

制度改革的意见》的推出 ，将城乡居民的身份平等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到２０１７年，进城务

工经商的农民工达到２．８６亿人。① 此外，那些不具有本地户籍的外来常住人口，包括具有外地非农户

籍的新城市人，也正是突破了户籍身份的限制而实现了地域流动和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

２．以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为基础的分层机制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之前，１－２４级的行政级别和

从国级到科级的１０级单位级别是各种社会资源配置以及相应级别干部的工资福利待遇发放的主要

依据。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以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为基础的“官本位制”逐渐松动，开始与市场

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决定人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相对位置。

３．档案身份已经突破。改革开放之前，人才和劳动力难以流动的原因是中国特有的严格的档案

管理制度，档案身份是人才单位所有和部门所有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档案身份对于体制内劳

动者的束缚大大减轻。

三、职业结构高层化②和白领化

１９７８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推动着中国逐步实现现代化取向和市场化取向的“双重转型”。在这个

转型过程中，经济的高度发展与制度创新，导致了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与之相应的职业结构也发生

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绝对的职业岗位数量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低层职业的增速缓慢，中高层职业增

速加快。这两个方面的变动使得４０年来的职业结构趋向高层化和白领化。这种结构性变迁，为社会

成员提供了社会流动的空间。

　　四、新社会阶层与新社会群体开始出现，成为中间阶层和中上层的新来源

２００６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出

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

社会组织中。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颁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规定，新社会阶层主要

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组成。中

央统战部２０１５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约４８００万人，中介组织和

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约１４００万，自由职业人员约１１００万人，新媒体从业人员约１０００万人。如果加上

３５６０万私营企业主和５４００万个体工商户，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总规模大约为１．７３亿人，占当年就业

人口的２２．２９％。从新社会阶层的职业性质、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认同等方面来判断，这部分人成为

中国中间阶层和社会中上层的新来源。

　　五、社会流动率提高，向上流动的机会增加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先生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研究结果，１９８０年以前就

业人员的代际总流动率为４１．４％，１９８０年以后为５４％。同时，两个时期的向上流动率分别为３２．４％
和４０．９％，向下流动率分别为９．１％和１３．１％；从初职与现职的代内流动率来看，１９８０年前的总流动

率为３５．３％，１９８０年后的总流动率为３８．２％，两个时期的向上流动率分别为２３．８％和２２．６％，向下

流动率分别为１１．５％和１５．６％；从前职与现职的代内流动率来看，１９７９年前的总流动率为１３．３％，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的总流动率为３０．２％，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年的总流动率为５４．２％，三个时期的向上流动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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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７．４％、１８．７％和３０．５％，向下流动率分别为５．９％、１１．５％、２３．６％。①

根据另外三项调查的结果，②１９９０年总流动率为５０．０％，１９９３年是４７．３％，上海大学２０１２的调

查结果显示总流动率达到６６％，纵向来看中国社会更开放了。再看向上流动的比例，１９９０年为

４０．１％，１９９３为３５．８％，上海大学的调查是４７％，相对于上世纪９０年代的调查，向上流动的机会上升

了。社会流动性比上世纪更加显著，当然代际性流动呈现出较高程度的子承父业，父亲职业对其职业

获得有影响。

从社会流动率不断增长的趋势来看，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中国社会流动率增加不仅体现

在向上流动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向下流动方面。工业化、城市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了产业结构和

职业结构的升级，这必然带来向上流动机会的增加，这也是所有工业化国家社会流动的普遍趋势。中

国的特殊性在于，工业化的进城伴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体制转轨变型的过程，部分人经

历了向下的社会流动，从而导致了向下流动率的上升。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以经济、财富和资本为核

心的多元分层标准已经取代单一的政治标准，身份制逐渐式微，职业结构高层化和白领化，新社会阶

层与新社会群体开始出现，成为中间阶层和中上层的新来源，社会流动率提高，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

和空间增加，说明４０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

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开放了。一定比例的代际传承现象，不足以得出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结论。当然，

中国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占主导地位的橄榄型或纺锤型的现代社会分层结构，还需要继续

推进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变革，破除所有阻碍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制度、非制度屏障，解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增强人民的获得感与幸

福感。

　　〔作者张文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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